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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有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大多关注城市建成环境中遗留的自然地域或特定物种的保护，对于与城

市设计策略相结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关注程度有限。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兼顾动物和人类发展需求，并将其融

入设计策略，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空间规划与设计视角下的创新型路径。通过文献分析对动物包容性

城市设计的核心理念、设计策略与应用现状进行了系统性梳理与述评，并从如何兼顾动物和人类需求的视角探

索了目标物种生存与城市发展的共生策略。此外，结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国土空间规划的现实需求，对动

物包容性城市设计概念框架的应用路径进行探讨，提炼出规划控制融合、复合性专家团队与多方利益群体参与、

政策引导与管理等 3 个应用路径着力点。为城市地域内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期望在理论

框架和实践应用层面促进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这一新型规划设计理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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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 strategie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largely aim at protecting remnant natural areas in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or specific species, while paying little attention to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tegrated 

with urban design strategies. In the concept of wildlife-inclusive urban design, the demand of animals and 

humans are incorporated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 strategies, serving as creative path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lanning and design.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was used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and discuss the key concept, design strategies and current applications of wildlife-inclusive 

urban design, and explored the symbiosis strategy regarding the coexistence of target species surviv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considering the actual demand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the application path of wildlife-inclusive urban design was discussed, and thus proposed three key 

points of application path including merging of planning control, participation of comprehensive expert team and 

multiple interest groups.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d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novative concept of wildlife-

inclusive urban design in the aspects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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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人居环境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博弈共生
1.1  困境：城市建成环境的制约与博弈特征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地域空间格

局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城市人居环境中的建

成环境与自然生境系统在土地利用和功能效

用等层面存在日益显著的冲突与制约的关系，

且城市建成环境系统由于其对于城市经济发

展的正向效用而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但随着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建成环境面临着自

然资源过度消耗、生境破碎化、生态系统退

化、生物多样性减退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而自然生境系统因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社

会可持续性提升和健康促进等层面具有重要

服务功能，逐渐成为未来城市发展不可或缺

的支撑 [1-2]。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环境形成的生态复

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态过程的综合，包括

植物、动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及

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生态系统 [3-4]。生物多

样性受到景观变化的影响与制约，城市热岛效

应、城市景观的破碎化和异质性、人类活动的

干扰深刻改变了生物多样性的分布格局，因而

城市化对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成为国内

外该领域学者近 10 年的关注热点 [2, 5-12]。既往

研究表明城市建成环境的高密度特征对生物

多样性的衰退具有较大程度的影响，主要原

因在于城市密度的增加往往以绿地系统的破

碎化为代价，城市自然生境系统的完整性和

连通性受损，从而威胁到大量物种的生存与

繁衍 [1, 8, 13-14]，而扩大栖息地斑块的面积和营造

生态廊道网络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积极

作用 [8]。在此背景下，城市化成为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制约因素，而自然生境系统的保护则

成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前提。

城市建成环境发展在制约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同时，也呈现多因素博弈的特征。城市化

对于物种丰富度的影响是城市化程度、分类

群、空间分析尺度等的综合作用 [2, 9]。例如在

高度城市化地区，物种丰富度普遍较低，但

在中等城市化地区少数无脊椎动物和非鸟类

脊椎动物的物种丰富度则较高 [2]，且鸟类的物

种丰富度达到顶峰 [15] ；不同分类群在中等城

市化强度下物种丰富度的变化趋势呈现差异

化特征；在较小的空间尺度下，人口密度与物

种丰富度成反比，而在较大的空间尺度下呈

现正相关的趋势。因此，城市建成环境的复

杂性和综合性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难度，人类的发展需求与生物的生存需

求在有限的城市空间内相互制约 [1]，城市生物

多样性保护面临制约与博弈共存的困境。此

外，尽管生物多样性保护经常被列为城市规

划设计尤其是绿地系统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

但很少被纳入城市规划设计的程序与具体实

践中 [16]。

1.2  共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城市人居环

境建设的协同发展

面临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受城市发展制

约和多元影响因素博弈的困境，如何实现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共生成

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城市人居环境因其对于

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福祉的双重支持作用而成

为实现人类和生物协同发展的关键 [17]。尽管

城市化进程对于生物多样性具有制约作用，

但城市人居环境所提供的生境系统正逐渐成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场所，原因在于栖

息地的保留与营造既可为受威胁物种提供避

难所，又能成为连接人类福祉与生态系统服

务的纽带 [16, 18-19]。具体来说，城市生境系统的

保护和改善是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中支持服务

（提供栖息地、促进水文和养分循环、产生并

维持生物多样性等）的根基，而支持服务又是

其他类型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如供给、调

节和文化服务 [11, 20]。

城市人居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协同发

展对于人类和其他生物来说都大有裨益。良

好的城市人居环境能够通过所提供的生态系

统服务支持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发展，城市生

物多样性提升的同时有助于促进城市生态系

统中的物质和能量流动，增强城市生态系统

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形成正向循环的发

展格局，从而实现二者的共生和可持续发展 

（图 1）。然而现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大多

关注城市建成环境中遗留的自然地域或特定

物种的保护，其本质是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

生境斑块的干扰 [19]。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城市

规划设计的目标和策略往往分道而行，并且

现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大多位于城市规

划设计程序的末端，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的

兴起则为二者的协同发展与共生提供了规划

设计视角下的新型解决路径。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

协同发展是实现两者共生的前提 [21]，即将生

物多样性保护从概念、目标、策略等层面纳

入城市规划设计的流程。具体路径一是为特

定物种的保护制定策略，二是针对栖息地的

保护和营造制定策略。其中栖息地保护与物

种保护息息相关，生境丧失被列为导致物种

濒危的第一位原因 [22]。1）对于特定物种的

保护来说，了解物种特性来选择合适的目标

物种尤为重要，因为城市生境系统支持的物

种类别受限于物种自身特性与人类的需求，

而对于人类需求的考量是区别于传统生物多

样性保护策略的核心 [13] ；2）城市生境系统

是重要的栖息地来源，一般可分为自然遗留

栖息地和人工新建栖息地 [16]，具有支持生物

生存和繁衍的功能 [23]。栖息地的不良状况会

限制生物物种类型和数量，因而可通过引入

或营造与天然栖息地相似的环境以改善栖息

地状况 [13, 19, 24]。

在此背景下，近年涌现出一系列相关概

念和解决方案，如城市绿色基础设施 [24-26]、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27-28]、自然资本 [29] 等，各

概念的侧重点不同，但核心都是通过保护和

提升城市生境系统以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例如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关注城市绿地斑块网

络的连接及其在生态系统服务层面的价值；

1 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作为共生路径
Wildlife-inclusive urban design as a way to symbi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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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关注以自然资源的保护、

管理和修复作为应对环境和社会挑战的对策

和路径；自然资本则关注非生物系统、地球

物理环境和生态系统等对于人类福祉的共同

作用和服务功能。但现有概念和解决方案大

多忽视了物种特性和物种对栖息地结构的要

求，对栖息地的营造往往泛化为绿地系统的

营造 [30]，以致现有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的

有效性、社会可持续性和城市发展适应性有 

限 [18, 24]。为解决这一问题，动物包容性城市

设计将动物与人类的需求同时纳入概念框架，

关注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与社会价值，在多学

科交叉体系的支持下营造多种动物与人类和

谐共存的栖息地空间，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

护提供创新性路径 [13, 16]。

本 研 究 以“ urban biodiversity ”“ urban 

species”“wildlife inclusive urban design”“animal-

aided design”“biodiversity sensitive urban design”

等英文及其对应中文关键词在 Web of  Science

和中国知网进行相关文献的检索，筛选最具

代表性的近 50 篇中、英文文献，以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城市设计策略、程序的融合为着眼

点，对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wildlife-inclusive 

urban design）的概念内涵、设计策略和应用路

径等进行系统述评，以推动这一新型规划设

计理念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中的应用。

2  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概念内涵及设

计策略述评
2.1  背景、概念内涵与适用尺度

以生物多样性为代表的支持服务是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的根基，然而现有的城市设计

策略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融合非常有限，近

年倡导的“海绵城市”“低碳城市”“公园城 

市”等策略也往往聚焦于城市水、能源和交

通要素及游憩、整体生态效益层面，较少涉

及以生物多样性为核心营造与提升城市生境

系统 [11]。此外，对于规划设计师来说，由于

缺少对于生物多样性与空间规划设计关联性

的理解，难以在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应用

和落实生物学家所提供的物种资源调查和生

物空间功能区划研究成果 [11, 19]。针对既往研

究和实践中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目标

不明确、方法不具体、实践路径不清晰等问

题 [13, 19]，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概念的引入为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理论的实践转化提供了

新思路 [30]。

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是在空间规划设计

视角下探索城市建成环境内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新路径，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城市设计

的决策程序，寻求如何同时满足动物和人类

的生存发展需求，关注在城市空间尤其是高

密度建成环境中建设与营造新的栖息地的可

能性 [13, 16, 31]。一般程序为：在专家和多方利

益群体的参与下确定适合于当地生境系统的

目标物种，并对目标物种的栖息地和生存需

求进行实地调研，开展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

研究和实践，以实现城市人居环境发展与生

物多样性保护共生的设计目标。该概念中的

动物指城市野生动物，而宠物、家禽、家畜

及动物园中的迁地保护类动物则不属于其探

讨范畴。除了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也有学

者提出生物多样性敏感型城市设计 [18]、动物

辅助性设计 [19] 等概念。上述概念具有相似的

目标，但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兼顾中观尺度

下的城市设计策略与微观尺度下的方案生成，

具有更系统化的概念框架、设计程序和更广

泛的实践适用性。

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适用于中、微观尺

度，可依托城市设计和公共空间设计项目开

展实践 [16, 19, 32-33]，具体设计载体多为城市建成

环境中人工与自然构造的结合体，如生态湿

地、建筑立面、城市公园、社区公园、社区

共建花园、屋顶花园、雨水花园、绿道、碧

道等 [30]。这些空间与城市建成环境和居民日

常生活关系密切，是高密度城市和快速城市

化地区常见的绿地空间，尺度适宜且易于进

行生态改造，兼具生态和社会服务功能，便

于多方利益群体参与策划和实践，是开展动

物包容性城市设计的理想实验场所 [16]。因此，

中、微观尺度与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的概念

框架和应用路径匹配度高且可实施性强，而

宏观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尺度则更适宜与中长

期规划和行动计划相结合 [30]。

2.2  设计策略

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策略的核心在于如

何以城市设计为抓手实现对建成环境中动物

物种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兼顾动物生存和人

类发展需求，从而实现生态空间和生活空间

的协同发展。本节首先对目标物种的选择方

法和程序进行述评，其次对如何通过栖息地

营造实现目标物种生存与城市发展共生的策

略进行探讨。

2.2.1 城市栖息地内目标物种的选择策略

选择合适的目标物种是动物包容性城市

设计的首要环节，应兼顾物种特征和人类需

求做出决策，遴选出当地生境系统能支持的

物种类别，并将目标物种需求作为总体统筹

和空间设计的依据 [19]，以达到维持或扩大种

群数量的目的。目标物种选择的总体原则是

生态有效性、社会可持续性和对于城市未来

发展的适应性 [13]，在数据库支持、专家评估、

多方利益群体参与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目标物

种的遴选。具体选择策略与程序包含构建区

域物种库、识别物种空间分布格局、构建地

方备选物种库、物种分级选择、确定目标物

种等（图 2），分别归属于生态学和社会文化

视角。

1）构建区域物种库。区域物种库是指

建设项目所在区域内的物种类型和数量，数

据来源主要为公共开放数据，一般由当地政

构建区域物种库

栖息地类型
物种扩散潜力
物种扩散模式

识别物种空间分布格局

栖息地特征
物种扩散障碍
物种生存需求

构建地方备选物种库

社会文化特征
多方利益群体需求

物种分级选择

多方利益群体参与

确定目标物种

生态学视角

社会文化视角

2 城市栖息地内目标物种选择程序 [13]

Target species selection process in urban habitats[1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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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提供。例如，德国 16 个州均有当地的区

域物种数据 [13] ；同时也有全球性的数据库资

源，如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基础设施（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https://www.gbif.

org）免费提供 6 万多个全球各地的生物多样

性数据库 [34]；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为鸟类

爱好者和研究者上传与共享鸟类物种数据搭建

了物种地图平台（http://ebird.org）。构建区域

物种库通常需要将物种类型和数量与其出现的

空间相匹配形成物种分布地图，该步骤往往需

要使用公共开放数据中的亚类型—空间配

准物种数据（geo-referenced species occurrence 

data）。此外，为避免因多源观测所带来的误

差，有研究表明，选取较大的观测尺度（例如

项目场地周边 50 km 范围）对于区域物种库精

确度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 [13]。

2）基于栖息地类型和物种扩散潜力及模

式来识别物种空间分布格局。物种空间分布

格局通常由物种位置记录、栖息地类型和布

局、该物种的扩散潜力及模式共同决定。首

先根据扩散潜力和模式划定焦点区域的范围，

再基于物种位置记录与栖息地类型和布局确

定物种潜在分布区域，并将其与焦点区域相

叠加即可识别物种空间分布格局 [35]。

3）基于物种生存需求构建地方物种备选

库。识别物种空间分布格局的目的是为了构

建地方备选物种库，主要影响因素包含栖息

地特征、物种扩散障碍和物种生命周期内的

生存需求。首先，栖息地特征对于物种生存

具有较大的限制作用，例如鸟类和节肢动物

对于栖息地的植被覆盖度有一定的要求 [8, 36]。

其次，物种的存活与扩散取决于物种扩散障

碍的限制和生态廊道连通性的支持 [37]，而物

种特性如家域、扩散潜力和模式等对于物种

是否能够克服障碍到达焦点区域具有重要的

影响作用 [38]。最后，物种生命周期内的生存

需求也会限制物种的生存和扩散 [39]。

4）基于多方利益群体需求对物种进行分

级选择。社会文化视角下，人类与生物的交

互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13]。首先，不

同社会文化特征人群的态度与偏好呈现差异

性特征 [40]，例如女性比男性更为偏好高水平

的植物丰富度，年长者更偏好植物丰富度较

高的绿地 [32]，在鸟类物种丰富度更高、植被

密度更高的街区居民感到与自然的联系更为

紧密 [41]。其次，专家团队和多方利益群体对

于生物多样性所带来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文

化等服务功能的需求呈现差异化特征，能带

来某一利益群体所需求服务功能的物种往往

被该群体赋予更高的评价 [13]。因此，人类的

需求在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中占据着重要的

价值评判的角色，应充分考虑生物与多方利

益群体需求之间的差异性和冲突，寻求共生

利益最大化。

5）确定目标物种。研究人员采用问卷、

访谈、焦点小组访谈等方法，对潜在目标物

种的生态有效性、社会可持续性和对于城市

未来发展的适应性进行评估，兼顾动物与人

类需求，在专家团队和多方利益群体的共同

参与下确定项目场地内的目标物种。由上述

目标物种选择程序可知，城市栖息地内目标

物种的选择受到多个层面因素的影响，但可

归纳为栖息地特征、物种特性及人类的需求

与决策 3 个类别（表 1）。

2.2.2 目标物种生存与城市发展的共生策略

确定城市栖息地内具有良好生存潜力的

目标物种后，如何整合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城

市设计成为共生策略的核心关注点 [19]。共生

策略主要包含 4 个阶段：前期分析与总体策略

制定、细节规划与设计、建设与实施及使用

后监测与评估 [16]，分别从动物需求和人类需

求的视角进行论述。

2.2.2.1 前期分析与总体策略制定

1）考虑目标物种的生命周期和栖息地

发展潜力，制定因地制宜的总体策略。目标

物种对栖息地的要求与其生命周期关系密切，

呈阶段性的变化特征，例如某些物种在幼年时

期对于食物资源的需求不同于中老年时期 [16]，

因而需要依据目标物种的生命周期和栖息地

发展潜力制定因地制宜的总体策略。若只关

注生命周期的某个环节并采用均一化的设计，

则可能导致设计有效性大大减弱，例如在设

计人工鸟巢构筑物时若忽视其与鸟类觅食和

筑巢行为需求的联系，则可能无法吸引鸟类

前来居住和繁衍 [19, 42]。

2）统筹生物与人类的发展需求，确定

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在专家团队和多方利

益群体的协作下兼顾生物与人类的发展需求，

并结合场地和所在城市特征确定生物多样性

保护目标，例如增加受威胁物种生存概率或

重新引入本地已灭绝的物种 [18]，提供其生存

所需资源，确定栖息地的保护与营造目标。

2.2.2.2 细节规划与设计

1）保护并营造栖息地，促进种群数量增

长和物种扩散。该环节是与具体空间规划设

计联系最为紧密的部分，具体内容是对栖息

地进行布局和分级规划，使人为干扰和威胁

最小化，拓展在城市人居环境中营造生境系

统的潜力。不仅可为目标物种提供生活场所，

也为原有栖息地斑块的联结提供踏脚石，从而

提升生态连通性、降低物种扩散阻力，为物种

迁移和扩散提供便利 [19]。城市建成环境中的

栖息地大多是人工新建栖息地与自然遗留栖息

地的结合体，可针对具体物种的生存需求进

行设计。例如鸟类常于树洞或建筑立面筑巢，

食物来源一般为行道树果实 [13]，则可在建筑

立面增加人工巢穴、类似岩石的落脚点和具

有遮阴功能的遮蔽物，为鸟类的栖息营造更

为舒适的环境，这类小型栖息地同时也是城

市生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16]。

2）营造绿色游憩空间，提升人类与动物

互动的可能性。动物栖息地同时也是绿色游

憩空间，能够为人类提供休憩、审美、社交、

表 1  城市栖息地内目标物种选择的潜在影响因素 [7-8, 13, 16, 19, 30-31, 35-39]

Tab. 1  Potential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arget species selection in urban habitats[7-8, 13, 16, 19, 30-31, 35-39]

类别 亚类别 影响因素

栖息地特征 栖息地类型、布局、结构（植被覆盖度、斑块格局、连通性等）[7-8, 36-37, 39]

物种特性 物种的生命周期、生存需求、家域、扩散潜力和扩散模式等 [7, 19, 35, 38-39]

人类的需求

与决策

社会文化特征 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态度与偏好差异 [31]

多方利益群体需求 专家团队和多方利益群体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差异化需求 [13, 1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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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想、教育等社会文化服务，在保护与新建

栖息地的同时应注重提升人类与生物互动的

可能性。例如设计便于人类观察动物生活且

干扰度低的观测点、道路或踏脚石、桥梁等，

让人们在游憩的同时可观察感知鸟类、蝴蝶、

刺猬、鱼类等动物的日常生活特征，感受人

类与自然共生的美好之处 [13, 16, 43]。

2.2.2.3 建设与实施

1）促进自然生态过程，减少人为干扰。

依据场地状况和方案要求在专家团队的指导

下对栖息地进行建设和营造，注重在促进自

然生态过程的同时减少人为干扰。例如种植

对目标物种生存友好的本土植物，建造适宜

目标物种筑巢或居住的构筑物等 [11]。同时应

遵循低影响开发的原则，保留现有大树、避

免土壤被压实和伤及植物根系、减少水土流

失等 [44]。

2）注重空间使用的便利度和舒适性。项

目的建设载体以中微观的城市设计、公共空

间营造和构筑物设计为主，应注重解决功能

与安全的冲突以及动物与人类需求的冲突。

例如有些动物需要安静的环境冬眠而人类同

时需要使用该空间时，解决方案之一是将该

空间设计为季节性的公共空间，即冬季以观

赏为主减少人类干扰，而其他季节则可开放

为与动物共享的公共空间 [19]。

2.2.2.4 使用后监测与评估

生物多样性与栖息地状况的使用后监测

与评估是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的重要环节，

涵盖生态、社会和经济 3 个层面。

1）生态层面。主要评估项目建成后的生

物多样性和栖息地状况与目标的差距，并预

测达到目标所需的时间跨度，因为目标物种

从迁入到定居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来完成 [16]。

目标生物的生存状况可通过专家启发（expert 

elicitation） 和 种 群 生 存 力 分 析（population 

viability analysis, PVA）[45] 进行评估。

2）社会和经济层面。主要评估项目建成

后面向周边居民的社会文化服务功能（如游憩

和健康效益）[43, 46]、对于商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和为开发商带来的经济效益。使用后监测与

评估结果的价值在于一方面可对动物包容性

城市设计成果进行评价，为项目管理与提升

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可针对监测与评估结果与

多方利益群体进行沟通并总结项目经验，为

项目后续管理和相关实践的开展提供借鉴 [44]。

2.3  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理论发展及应用

现状述评

2.3.1 优势特征及实践状况述评

与传统城市设计相比，动物包容性城市

设计在总体目标以及各设计阶段都表现出更

适应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和生态文明

建设背景下空间规划体系的优势特征（表 2），

对城市生态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协同发展进行

了统筹考量，赋予了传统城市设计新的活力

与发展媒触。因而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实质

上是传统城市设计在发展变革中对新时代要

求和城市发展需求的回应与进化，是聚焦于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专项城市设计，在解决具

体问题层面比传统城市设计具有更显著的灵

活性和细化分工特征。近 5 年，国外尤其是

德国和澳大利亚的相关研究团队尝试将动物

包容性城市设计的原则运用于城市设计实践，

开展了一系列先驱性探索，在理论基础和实

践设计层面提供了经验借鉴，为动物包容性

城市设计在中国的应用与实践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表 2）。

2.3.2 局限性及实践应用难点述评

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是面对日益增长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需求而衍生的新兴设计理念，

在尚未成熟的发展期仍然面临：可利用的栖息

地资源有限、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设计转

译困难、与现有城市设计程序的整合度有限、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协调困

难、政府政策支持有限、多方利益群体目标

冲突等方面的诸多局限性和实践应用难点挑

战；需要通过多个环节和阶段的整合与协调推

动其在未来研究与实践中的应用。具体来说，

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的发展有赖于具体实践

项目的开展和经验的积累 [19]，成功的标杆项

目将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并且所积累的物

种资源调查数据和使用后监测评估成果可为

相同城市或区域内其他项目的开展奠定良好

的基础，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提升生物多样

表 2  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的优势特征与实践案例简析 [13, 16, 19, 33, 42, 47-50]

Tab. 2  The strengths of wildlife-inclusive urban design and application cases[13, 16, 19, 33, 42, 47-50]

对比要点 传统城市设计现状特征
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

优势特征 实践案例

总体目标

重点考虑城市发展的经济和社会需求，兼

顾生态保护需求，对城市形态发展的远景

进行构想 [48]

重点考虑动物与人类需求的平衡，在顶层设计

层面确保生态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协同发展

Apfelbeck 团队对场地 35 km 范围内的动物物种和栖息地类型进

行调研，综合关键物种的生存扩散需求、动物和人类的交互关系

及多方利益群体需求制定总体目标 [13]

前期分析与总体策略

制定

主要依托于规划师、建筑师和风景园林师

等专家团队，重点关注城市形态与空间的

设计管控 [49]

多方利益群体参与总体策略制定，统筹考虑目

标物种生命周期内的生存需求

多方利益群体商议场地对于鸟类的容纳度，探讨如何将鸟类觅食

（植被组成与结构）、筑巢（鸟巢与建筑物或构筑物的结合）、幼鸟

庇护（躲避捕食者）等生命周期内的需求融入设计策略 [19, 47]

细节规划与设计
通过城市设计导则控制城市整体风貌、街

道形式和建筑形体的具体设计 [50]

根据动物的需求触发空间设计的独特性与吸

引力

Weisser 团队对鸟类生活所必需的沙子和水坑设计成为同时满足

鸟类生活需求和人类游憩需求的创新景观 [19]

建设与实施
进行弹性控制，关注建筑和空间设计的创

造发挥 [50]

遵循低影响开发原则，对栖息地进行环境友

好、因地制宜的建设与营造

Cuatianquiz 团队在次级洞巢鸟的栖息地内放置对环境影响较小的

人工鸟巢，并发现次级洞巢鸟的数量有所增长 [42]

使用后监测与评估
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指标不够明确且监

测与评估的时效性较低

对生物多样性和社会经济效益进行定量监测与

评估

加拿大多伦多市基于项目实施后的监测评估结果发布生物多样性

与屋顶花园共生的最佳实践导则《生物多样化的绿色屋顶》[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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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保护目标的设计转译成效 [43]，并通过社会

经济效益产出评估逐步实现与城市社会经济

发展目标的协调 [18, 46]。此外，动物包容性城市

设计的实践推广需要完善的城市管理制度和

保障措施的支持，从制度层面推动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城市设计过程和程序上的融合 [51]。

3  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应用路径探讨
在明晰了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的概念内

涵、设计策略和应用现状后，仍将面临的挑

战是如何实现这一概念框架对应于中国现实

需求的应用。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在国际上

已取得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成果，面对中国日

益增长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现实需求，在应用

路径层面还需要构建因地制宜的策略框架。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

之一，自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于 1993 年

生效以来，中国一贯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并于 2021 年将生物多样

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先后颁发了一系列相

关文件：2021 年 10 月 8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发布了《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 [52]， 

对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和实践进行了

回顾和展望；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于 10 月 19 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53]，对于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具体措施和路径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其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构建生

物多样性保护监测体系、推动生物多样性保

护公众参与等目标与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关

系密切，可形成相互支撑的正向循环。

具体来说，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着力于

解决城市建设环境内生境破碎化、孤岛化、

生物包容性较低等问题，而这正是良好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的基础条件；动物包容

性城市设计在进行目标物种选择和前期分析

与总体策略制定时进行的物种资源调查，可

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体系的建设，同时

完备的监测体系可为目标物种的选取提供更

为全面的信息；公众参与是动物包容性城市

设计策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对每一个设计阶

段都有重要影响，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的开

展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众参与形成有力

的助推作用。

另一个挑战是如何在国土空间规划的框

架下应用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因为国土空

间规划是各类开发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和空

间蓝图。生态文明建设优先是国土空间规划

的核心价值观 [54]，而合理划定生产、生活和

生态空间的开发管制界限则是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的重要内容 [55]。在此背景下，动物包容

性城市设计以动物与城市发展的和谐共生为

切入点，对连接生态和生活空间的潜在栖息

地空间进行规划与设计，为实现生态空间的

山清水秀和生活空间的宜居舒适做出城市设

计层面的指引。此外，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

的概念内涵与“城市双修”（即生态修复和城

市修补）高度匹配：一方面通过栖息地营造和

动物物种保护以修复城市中的自然环境，另

一方面通过结合动物生存需求的城市建成环

境更新织补提升活力和风貌，为城市双修提

供有效路径。

基于对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核心特征的

理解以及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

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双修的考量，本节对其

应用路径模式进行了探索（图 3）。从中微观

尺度提出规划控制与融合、复合性专家团队

与多方利益群体参与，以及政策引导与管理

是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从概念走向实践的重

要着力点，分别影响设计程序的不同阶段，

体现了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对于需求矛盾的

调和能力，推动实现“动物适宜性”和“人

类适宜性”的共生。

3.1  规划控制与融合

规划控制与融合指依据城市设计导则将

动物与人类需求融入设计过程，解决何时、

何地、如何将目标生物选择和栖息地营造纳

入设计程序的问题，从而保证项目的生态有

效性、社会可持续性和对于城市未来发展的

适应性。例如前期分析与总体策略制定环节

既要考虑栖息地的发展潜力与制约因素，又

要兼顾人类的发展需求、价值取向与偏好，

以及开发建设中可能面临的其他制约因素，

因此，生物种群和栖息地营造的预期目标应

与项目本身的设计目标相协调。在进行细节

使用后监测与评估

目标物种的生命周期

人类－生物关系

栖息地的发展潜力与制
约因素

人类的发展需求、价值
取向与制约因素

栖息地的保护与营造

绿色游憩空间的营造

促进自然生态过程和减
少人为干扰

空间使用的便利度和舒
适性

生物多样性与栖息地
状况

社会、经济、文化服务
功能；人类－生物互动

目标物种选择

前期分析与总体
策略制定

细节规划与设计

建设与实施

规划控制与融合

复合性专家团队与
多方利益群体参与

政策引导与管理

动物需求 人类需求

反馈
需求统筹 设计程序 应用路径着力点

3 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应用路径模式 [16, 30, 43]

Model for the application path of wildlife-inclusive urban design[16, 30, 4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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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与设计时，保护与营造栖息地的同时要

考虑如何为人类营造绿色游憩空间 [16]。不同

于传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动物包容性城市

设计采用一系列设计手段和工程措施为目标

物种营造舒适的栖息环境。此外，功能分区

和边界划定等规划控制手段可保证动物包容

性城市设计的开发强度符合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的要求，并以生物

多样性保护为抓手带动项目周边区域生态资

源系统的修复和生态价值的提升。

3.2  复合性专家团队与多方利益群体参与

复合性专家团队与多方利益群体对动物

包容性城市设计的全过程都具有重要的支撑作

用。首先，与《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意见》中对于人才支撑的要求一致 [53]，应

构建具有多元学科背景的复合性专家团队（可

包含生态学家、生物学家、城市设计师、国土

空间规划师、风景园林师、建筑师等），在项

目早期介入并为各设计环节提供理论和技术支

持。其次，多方利益群体（开发商、居民、非

政府组织、当地政府等）的参与区别于传统自

上而下的专家决策 [13, 30]，是在城市建成环境内

成功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 [31]。例如开

发商和居民的参与有利于项目建成后的管理与

维护，而当地政府的参与则可通过颁布激励性

措施，推动项目的筹备与建设 [13, 16]。此外，还

可避免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分歧，例如专家更

为关注生物多样性水平和生态环境的提升，而

当地居民则担心昆虫和蚊蝇的滋生，解决方案

是在项目早期就开展多方利益群体参与，通过

自然教育和体验项目加深居民对于自然栖息地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了解 [44, 47]。

3.3  政策引导与管理

政策引导与管理主要指政府在生物多样

性保护国家战略和生态文明价值观的导向下，

实行激励性措施、树立实践案例典范、颁布

规划设计导则，以鼓励开发商将动物包容性

纳入设计项目的规划与实施，主要作用于建设

与实施及使用后监测与评估等 2 个环节。例如

加拿大多伦多市颁布了《多伦多市绿色屋顶地

方法则》（City of  Toronto Green Roof  Bylaw），要

求新建建筑总建筑面积超过 2 000 m2 的需配备

屋顶花园以提升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并基于

实施后的监测和评估结果发布了生物多样性

与屋顶花园共生的最佳实践导则《生物多样化

的绿色屋顶》（Biodiverse Green Roofs）[33]。又

如英国伦敦市维多利亚区域的《维多利亚商

业区提升计划》（Victoria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对绿色基础设施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效

益进行了监测与评估，成为伦敦地区商业区

提升计划的重要借鉴和参考 [56]。

4  总结与启示
笔者对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这一创新型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进行了系统性述评，

梳理了其背景、概念内涵、目标物种选择策

略、目标物种生存与城市发展的共生策略，

并对适应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需求的应用路

径进行探讨，论证了其从概念走向实践的可

行性。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兼顾生物和人类

的需求，让城市建成环境和生物自身成为解

决方案的一部分。目标物种的选择和栖息地

的营造是动物包容性城市设计的核心环节，

也是区别于传统分道而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城市设计的主要特征。具体来说，动物包

容性城市设计中的目标物种选择过程更为开

放，在考虑项目建设影响和动物生命周期的

前提下纳入多方利益群体参与，对目标物种

的生存潜力和综合效益进行评估，从而保证

目标物种在生态、经济和社会价值层面均具

有较高程度的适应性。对于栖息地营造，动

物包容性城市设计中的栖息地大多是中微观

尺度的人工与自然构造的结合体，其拓展了

自然生境系统的范畴，挖掘城市建成环境成

为生物栖息地和生态网络踏脚石的可能性。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新一轮国

土空间规划和“城市双修”的背景下，动物

包容性城市设计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将为

促进城市地域内生物多样性水平的提升、生

态文明制度建设和公众参与提供新的实践 

路径。

此外，生物多样性保护涉及多个维度，

除了动物多样性保护外还包含对于植物、微

生物、遗传、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保护。为了

更好地促进城市生物多样性水平，动物包容

性城市设计的概念还有继续拓展的潜力，例

如可将植物物种、微生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的

保护纳入概念框架，将其拓展为“生物包容

性城市设计”乃至更大尺度的“生物包容性

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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